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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 90年代以来，身体地理学在女性主义的推动下迅速兴起，建立了以身心一元论

为基础的研究路径。延循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身体研究更重视身体在感知世界、生产知识

和占据空间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把身体视为挑战主流文化并为边缘群体发声的武器。

以城市边缘群体为研究对象，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对广州拾荒者群体的个案展开

研究，旨在探索拾荒者如何在城市中占据生活工作空间，以及分析拾荒者所占据场所的空间特

征和结构。研究发现：① 拾荒者运用自我身体实践，发挥个体能动性，成功地在现代化都市建

设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物质空间的建构；身体实践在社会底层群体占据城市空间过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关注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为理解城市边缘群体的需求以及探究身体与地方的互动提供

了新的路径。② 拾荒者借助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庇护关系，形成了渗透到城市空间中独特的

拾荒者聚集区，建立起了空间边界相互交错，但收购权力划分明确的工作“地盘”，使城市规划

所定义的城市空间转变成了融合城乡因素的混合空间。拾荒者聚集区的建立，展示了城市边

缘群体身体实践对地方的重构过程。研究对身体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证具有开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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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世纪以来，Michel Foucault、Maurice Merleau-Ponty、Pierre Bourdie三大理论家将
“身体”从意识哲学的深渊解放出来[1]，有关“身体的研究”开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
起。伴随着现代性过程的加剧和消费社会的到来，身体成为大众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
核心载体，也成为众多社会理论学家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双霸权进行解构和批判的有
力武器[2]。人类学家Mary Douglas指出，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
则、等级制度都记录在这个表面并通过身体这一具体语言得到强化[3]。因此，身体为身份
和权力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见性”。同时，身体作为自我主体性之所在，成为身体拥有者
或践行或反对现有身份的重要场所[4]。这就为更好地理解边缘群体的自我认同和能动性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现有的身体与地方的关系的研究多从以下两个出发点着手：一权力的身
体（the body of power），即将身体视为嵌套在社会空间权力关系中的话语符号和隐喻；

收稿日期：2016-11-22; 修订日期：2017-05-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6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78) [Foundation: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63063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271178]

作者简介：陶伟(1971-), 女, 河南平顶山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
地理学、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E-mail: muyang426@hotmail.com

通讯作者：朱竑(1968-), 男, 甘肃临夏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与旅游地理学。
E-mail: zhuh@scnu.edu.cn

2199-2213页



地 理 学 报 72卷

二是体验的身体（the experiencing body），即将身体视为能动性的基础和实践的主体[5]。
与之相应地，对身体的实证研究不只是考察身体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权力政治、情感和
文化等多维度的社会意义，还应关注行动者于日常生活中不同情境下、直观的和能动的
身体实践，即关注于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对身体的使用方式。前者深受Foucault的身体谱
系学和社会建构流派的影响，后者则多以身体现象学和身体人类学为基础[6]。本文延循身
体现象学的脉络，认为身体不仅仅是占据空间的物质存在，其还是一种行为系统和实践
模式。身体的感知和移动是主体行为和体验的核心，其既能表达主体内部情感和认同，
又能体验外部世界[7]。据此，本文将身体实践定义为身体在发挥作用过程中一切有意识以
及无意识的行为。通过探究身体实践发生的影响因素、表现形式和目的导向，可以更好
地理解主体的体验，自我认同以及其对外界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身体实践体现了主
体对自我和外界的接受—反抗的范围[8]。身体研究的两个出发点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
支撑，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为再认识中国城市空间的他者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近，包括女性、同性恋、老人、少数种族和残障人群等城市边缘群体的身体研究
在地理学内外吸引了广泛的兴趣。然而，有关乡城流动人口中的拾荒者群体的研究仍然
是不足的。尽管拾荒者数量巨大，其重要性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拾荒者群体仍多被
刻板化为偷窃、不道德、肮脏、病菌的化身，这种符号化已经被社会广大成员所内化，
并形成了社会刻板印象[9]。拾荒者对于城市空间的体验，以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反向作用常
被忽视。区别于在室内或在城郊建筑工地务工的乡城流动群体，拾荒者每天奔波于城市
的大街小巷并频繁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易，其在城市日常生活活动中往往呈现“在场”
的状态。他们的身体实践更为鲜明地折射出充满能动性的个体和城市空间的碰撞和协
商，同时也代表着“城市群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与“城市空间所代表的客观理性”之
间的协商和对话。展开对拾荒者群体的研究，为我们透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边缘
群体提供了可能性。城市化的过程其实也是身体实践和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2]。在这一过
程中，个体深深地嵌入到城市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拾荒者的身体在双方力量的
对抗中扮演着复杂的多重角色。它既是统治者漠视或试图改造和规训的对象，同时又是
拾荒者得以生存的武器和工具。因此，聚焦于身体在权力空间中的实践是剖析这一动态
权力关系的核心所在。研究试图从身体的角度重新认识拾荒者，深入到拾荒者的日常生
活实践，借助身体实践的概念解读拾荒者对城市空间的重构。

2 研究回顾

2.1 对身体地理学的研究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前，地理学并未充分认识到身体研究的重要性，有关身体的研究零

星地分布在时间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等研究领域中[10]。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的推动下，关于身体的研究迅速发展。随着女性主义
地理学理论的不断完善，Mcdowell等学者从精神分析法、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
儿理论（queeer theory）中吸取精华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包括身体和性别研究[11]、
身体和他者研究[12]、身体和情感体验研究[13]以及身体和健康研究[14]等。迄今为止，身体
（body）已成为包括情感地理学、日常生活地理学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概念。2006
年Barney Warf编著的《人文地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中对

“geography of body”这一词条进行了论述，阐释了地理学家对身体和空间关系的理解，
即身体是社会空间关系、表征、认同的重要节点[15]。2009年Derek Gregory和Ron Joh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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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编著的第五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增加了
“body”这一词条，并提出了身体研究的三个主题：身心二元论的解构 （dismantling

dualism）、身体与地方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bodies and places）和他者的身体（other
bodies） [16]。与此同时，一些人文地理学学者陆续投入到身体地理学的研究中[17]。其中，
对他者的探讨是身体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身体既是识别他者的标志，又是这一
群体进行表达自我、与主流社会进行协商的工具和武器。身体研究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
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在对他者群体进行评判时，身体特征成为了主流文化定义某种特
定群体为他者的重要依据。不符合主流文化身体特征的群体被刻板化为丑陋的、令人厌
恶的、不纯洁的及不正常的群体。身体地理学在关注不同群体的身体特征的同时，还致
力于探究文化对不同种族、语言、性别的身体的建构，揭露权力在身体、性别、语言、
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他者实施的管制和规训，探索支配权力的形成和社会空间排异
的过程[18]。近些年来，在现象学的影响下，学者们认识到被动的身体观难以全面地揭露
和阐释这些问题。对社会文化背景下身体实践的分析和比较随之成为身体研究的核心内
容。学者们将身体实践看作在宏观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精神共同作用下的，发源于身体
的行动和实践[19]。基于此，微观的身体实践被赋予情景化的意义，成为反思宏观社会权
力运作方式和个体主体性生成的重要途径。美国的现象地理学大师David Seamon在其
《生活世界的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一书中充分地探究了身体—空间的情
景化关系[20]。他认为身体和空间的互动情景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他认
为身体实践，比如，人类的安顿和安居（dewlling）与具体的生活情景紧密相连。

自1978年以来，消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中国也呈现出“肉体社会”的某
些特征，身体研究在西方崛起的现实因素，在中国已经形成。2000年以来，随着大量西
方身体研究著作的相继翻译和出版，身体人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现象学和身体美学
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日益繁盛。反观地理学，关于身体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身体作
为微观空间尺度的研究意义还未引起地理学家的重视。实际上，身体是包括身体、家、
社区、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等级中的基础，首先并最直接地渗入到了家
庭、社区、城市、区域、国家以及全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21]。因此，身体地理学作
为新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视角并非局限于身体这一微观尺度，“身体”被辩证
地看作一面放大镜，身体研究透视出蕴含于其中和其上的丰富内涵和意义，折射出宏大
的社会机制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2.2 对城市边缘群体拾荒者的研究回顾

1978年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废品回收系统的改革，城市中逐渐出现
了一个队伍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以街头巷尾或垃圾场为工作地点，以捡
拾、收购垃圾为工作内容，靠以此换来的收入生存。关于拾荒者的定义比较多样，比
如，把拾荒者群体分为捡拾垃圾者、收购废品者、开废品回收集散地以及做大生意的四
种类别[2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拾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拾荒”应该包括

“收荒”、“收购”等在内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全过程；狭义的“拾荒”主要指从废弃物
中“捡拾”、“分拣出售”的行为[23]。本文采纳广义的拾荒者的定义，既拾荒者是从农村
来到城市，将走街串巷收购废品、捡拾垃圾作为谋生手段的群体，既包括单纯以捡拾为
生的群体，也包括走街串巷的个体废品回收者。现有的走街串巷收购废品的乡城流动人
口大多从捡拾垃圾阶段演变而来，捡拾废品和回收废品是这一群体生活历程中不可分割
的生命策略。对拾荒者群体在废品回收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和对拾荒者群体
生存境况的关怀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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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5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拾荒者的研究日益增多。张寒梅最早从城市边缘人的角
度对贵阳市的拾荒者的生活状态展开了详细地研究[23]。随后，不同学科中关于拾荒者研
究的硕博士论文纷纷面世。陈松2006年揭示了现今都市拾荒者的生存形态以及这个群体
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影响与作用[26]。胡全柱2010年以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为视
角，探讨了拾荒者在社会歧视和偏见的背景中自我身份的建构[27]。张李斌运用社会分层的
理论全面考察了城市拾荒者群体的生活状态[28]。冯新转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
入和心理融入等四个维度对南京的拾荒者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了详细、深入地的研究[29]。
刘苏从拾荒者的生计文化、规训与地方认同三个方面深入地探讨了拾荒者群体地方身份
认同的建构过程[30]。除此之外，周大鸣等学者从空间政治、社区生活、拾荒者工作状况
和社会声望等方面针对拾荒者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了城郊垃圾场上的拾荒者的基
本状况以及拾荒者都市聚集区的形成机制[31-32]。楼玮群揭示了香港拾荒老人基本生活图
景，并辨识出他们所面对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
关系排斥和福利排斥[33]。从国内主要的拾荒者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相关研究主题越来越
丰富，理论也趋向多样化。这些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拾荒者进行解读，比较全面地
诠释了拾荒者在城市空间的生存状态，但是对拾荒者个体的认识仍较为单薄，未能充分
认识到作为边缘群体的拾荒者所具有的个体能动性的现实意义。作为城市中的他者，拾
荒者群体常常被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进行解读，“自下而上”的视角仍较为缺乏[34]。
本文借助身体的视角，从拾荒者本体出发，探讨拾荒者个体在城市谋生过程中所展现的
身体实践，以此来解读拾荒者主体能动性与其对城市空间的重构过程。

3 案例设计

3.1 案例地和研究对象的选择
根据2012年广州市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广州市的流动人口在改革开放后快速

增多，其中天河区的迁入、迁出人口最多 [35]。林和村曾经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个城中
村，位处林和东路，临近广州市天河区的中心区域和广州火车东站（图1）。在快速城市
化的大背景下，包括广州市天河区林和村在内的城中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2010年之
前，由于其良好的区位条件，林和村成为天河区乡城流动人口群聚地，从拾荒者到在高
楼大厦工作的白领人员，再到一些自由
职业者，均偏向于把这里作为他们在广
州的起跳板。2010 年，为了迎接亚运
会，广州开展了形象提升工程，包括林
和村的城中村面临着被改造的命运，也
意味着居住在林和村的大量乡城流动人
口不得不重新寻找住所。改造后的林和
村从典型的充满握手楼的城中村，变成
了现代化的居住社区，租金在改造后翻
了四倍有余。研究选择林和村这一空间
节点主要是因为：① 林和村在早期就
成为广大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历史悠
久，曾居住在这里的拾荒者大多是较早
来到广州谋生的流动人口，他们来广州

图1 广州研究区域图
Fig. 1 Map of the research area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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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其生命历程与广州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透过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可以
更好地透视个体与城市互动的完整过程。② 这里的拾荒者与作者来自同一个省份，可进
入性较高。拾荒者群体对外界充满了警惕和防备，如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就无法进入
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之中。本研究选取的对象均是于这一时期搬离林和村的拾荒者。
由于拾荒职业的两个主要特性，即以身体为主要生存资本、身体需深入到城市活动，其
从业者的日常生活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身体现象和分析素材，这些现象和素材有助于解
剖和理解位于社会底层资源匮乏的边缘群体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鲜活的能动性。

调研以一对46岁的北方某地Z姓夫妇为主，基于逐渐建立起来的研究主客体之间的
信任，研究团队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活动中，在了解他们的社交网络之后，对其
同行和周边居民展开访谈和观察。Z姓夫妇从2000年从家乡来到广州拾荒，至今他们的
工作从单纯的拾捡垃圾变为以收购废品为主，兼做其它杂活如搬家打扫卫生为辅。作为
较早一批来广州拾荒的人，他们还带领了一批同乡出来拾荒，主要聚集在以林和东路为
主线的邻近区域，这些拾荒也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根据姓名拼音进行编码的访谈对象
信息（表1）。
3.2 研究方法与过程

由于拾荒者人数众多，组成
结构复杂，难以利用统计学的方
法进行抽样以实现其代表性。而
且，拾荒者与城市的互动与协商
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实践活
动，相较于方法统计或者调查问
卷，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有利于呈
现真实脉络中的事件活动并建立
起其间的动态联系和概念。因
此，研究采取个案研究的策略，
深入位于广州林和西小规模的拾
荒者群体。个案研究实质上是通
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
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
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36]。林和西拾荒者群体在此地谋生已有17年，并形成了稳定的交
易渠道和地盘划分，具有研究的典型性。拾荒者研究的典型性难以反映庞大的拾荒者群
体的总体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拾荒者在城市发展的夹缝中立足
的重要特征。

研究主要采取访谈和“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资料收集工作。所
谓“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是指，研究者不但表明研究者的身份，同时可以和被研究对
象在调查过程中不断互动，而不需要有任何借口[37]。作者从2014年11月9日开始实地调
研。最初采用的是由熟人介绍的方法，在熟人的介绍下深入到一对来自河南某地的拾荒
者夫妇家中。调研的第一个月每周周末去他们工作生活的场所，在他们消除戒心后连续
两周每天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密集调研结束后，作者仍保持定期去调研的习
惯，在 2014年 11月-2015年 10月的 13个月的时间内共计调研 30多天。在调研期间，作
者和研究对象同吃同工作，借此机会进入到他们的社会生活工作网络之中。在进行观察
的同时，配合访谈的调查方法，综合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观察内容主要包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姓名

ZXJ

YXL

TSL

LXY

TL

WPS

YNS

ZXS

XNS

HXS

ZJR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年龄
(岁)

47

46

45

44

30

29

45

47

60

39

36

职业

回收废品、搬家

回收废品、搬家

回收废品、装修

回收废品、出售
建材

回收废品、装修

回收废品、短工

回收废品

回收废品

捡拾垃圾

回收电器

回收泡沫

在广工作
时间(年)

17

15

18

16

10

6

15

12

10

8

6

住址

铁路员工公寓小区车库

铁路员工公寓小区车库

广州石牌村

广州石牌村

广州石牌村

广州石牌村

广州林河东路超市旁

广州林河东路超市旁

垃圾回收站路旁

广州市黄村

未知

2203



地 理 学 报 72卷

括：日常时间安排、饮食、语言、工作方式、社会交往和工作技能等；访谈内容主要涉
及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情况、外出谋生的经历、日常娱乐、在广州的生活变迁以及
将来的打算、对广州和乡村两个家的情感归属等问题，访谈内容参照但不局限于访谈
提纲。

4 城市政策与拾荒者的身体实践

现代性与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线[38]。在这两大力量驱动下的广州如
同北京、上海等世界其他大都市一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区域规划并建造了一大批
的地标景观。作为现代中国都市的代表，广州的城市化率已达83.8%[39]。经由现代技术打
造出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居住工作场所以及四通八达的街道路网，掩盖了其背后的控
制与反控制、规训与反规训的双向关系。控制、压制和规训作为打造现代化都市形象的
方式较少被提及[40]。为了达到规范化的目的，广州市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施了对
少数族裔、流浪人员、摊贩、同性恋、性工作者等“他者”的严厉的空间排斥和规训政
策[41]。因此，在追求现代性和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空间形态的扩张和人口管理政策，
成为影响包括拾荒者在内的广大乡城流动人口的主要力量。198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收容遣送制度的覆盖人群扩大到城市中的流动人口。1984
年，在人口管理的压力下，深圳市首先实行了暂住证制度，并随后在全国各地包括广州
推广开来。随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 1989年涌入广州，广东颁布了“不准招收外省民
工”的“六不准”规定。1992年初，国务院正式出台文件《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
的意见》，文件要求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办理《暂住证》，否则就视为非法居
留，须被收容遣返[42]。暂住证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实行成为当时控制管理流动人口的主要
凭据，究其实质，二者是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暂住证标志着流动人口的身份，明
确标示他们是区别于城市居民的外来人口，是被控制监管的对象。暂住证内容上全是义
务性的，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暂住证的用途仅仅是为了防止管理部门的检查，并没有享
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为了避免被送到收容所，拾荒者形成了一系列的“游击战”式的
身体实践进行应对。“在一起”、“放哨”、“跑”、“躲避”等都是拾荒者在长期与代表城市
权力的抗争协商中形成的身体实践。

一群老乡晚上都是在一块休息，带的东西比方说生活用品啊、衣服啊都不敢拿出

来，都放在车上，省得跑不及。老乡轮着放哨，看到警察过来查暂住证，推着车子就能

跑，跑得慢就要被带到收容站去。

（访谈对象：ZXJ 访谈时间：2014年9月）

自2010年1月1日起，《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条例规定：居住
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7 年、有固定住所、稳定职
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并无犯罪记录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43]。与暂住证相
比，居住证更偏向于公共服务功能，为部分想要在城市落户的流动人口提供选择机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居住证制度并不能解决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实际上，居
住证被看作是绿卡制度的借鉴，所面向的对象是流动人口中的技术人员。因此，居住证
制度的引入则是对流动人口内部的再一次分层，赋予不同群体不同的身份标签。在实施
居住证制度的管理阶段，城市管理者和拾荒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缓和，拾荒者们得以建立
起固定的工作空间和活动范围。但拾荒者仍经常面临着卫生、城管等政府部门的巡视、
监管和干预，他们相应地形成“避让但不逃离”的身体实践。首先是知己知彼的出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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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拾荒者多次强调“观察”的重要性，他们在进入主要交通干道前认真观察附近是否
有城市管理工作人员，互相交流管理人员开始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以避开他们的检查。
通常情况下，拾荒者多以夫妻家庭为单位行动。当势单力薄的拾荒者遭遇城管或者交警
执法时，多会采用“阳奉阴违”的策略，表面上会积极地按照城管的要求整理工作空间
堆放的垃圾，而等到城管离开以后并不会严格遵守城管对街道卫生管理的要求。除非在
所谓“查得严”的阶段，他们会将回收的废品全部放在荫蔽的灌木丛后或移到室内。当
其在街道遇到交警查违章车时，也会主动按照交警的命令，将其被视为不利于交通安全
的电动三轮车上缴，很少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现代都市和边缘群体的相互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景观的客观特性之上，而是
反映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之中[44]。正如米歇尔..德赛图所讲，空间是由主流秩序所提供，层
次井然的建筑，目的是行使权力，施行管制。而城市正是这样的空间形式，用以组织和
控制城市内居住人口的生活和活动，以符合掌权者的利益，然而，权力并非聚焦在一
点，而是零散不一的，人们可以运用各种伎俩来生存[45]。如果将城市的拓展更新和管理
政策看作是宏观的自上而下的宏观权力，那么散布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便是积极的
自下而上的生存伎俩。包括拾荒者在内的弱势群体运用身体实践，既服从于既定规则，
又在规则的空间里寻求个人的生存空间，进而确保自我在城市化洪流中能够建构个人的
空间和相应的社会网络。

5 拾荒者通过身体实践建构的物质空间

5.1 以身体实践占据生存空间
身体实践不仅仅停留在边缘群体对宏观空间决策的反映层面，还表现在边缘群体在

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反作用上。拾荒者作为乡城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城市对他
们而言是谋生的地方，是临时的容身之所。在快速拓展和更新的城市里寻求家空间和工
作空间也就成为拾荒者能够生存于城市的最大考验之一。他们需要具备权宜变通的生活
智慧和丰富的身体实践，以便适应快速变化中的城市空间。
5.1.1 工作空间的建构 “挪用”是指将原有物品挪作他用[46]。由于工作性质，拾荒者大
多在街头巷尾工作的公共空间里工作。拾荒者多通过对公共空间进行挪用的方式，将公
共空间收为已用，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许多拾荒者都拥有自己固定的根据地，这些根据
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包括街道旁、公园、垃圾站旁等在内的公共空间，他们会将手推
车、三轮车等运输工具停放在这些空间，同时也会将收集回来的废品堆积在此。因此，
拾荒者的根据地是拾荒者分类、整理、再加工拾荒物的空间，也是展示其独特的身体实
践的空间。

ZXJ夫妇的地盘是在铁路青年公寓小区门口的一片空草地上，是小区出入地必经之
地。空草地周边用灌木丛围起来，留出一个入口，旁边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回收废品四个
大字并附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里便是他们每天回收废品，对废品进行分类和再处理的
主要场地。除此之外，这片地方还是他们的厨房和浴室。ZXS家的工作摊子在一个弧形
道路的拐弯处的一片高约半米的平台上，大约有十几平方米的区域与一位街头剃头师傅
共同分享（图2）。

在这个地方又不耽误干活，又不影响交通，人来人往的生意好一些。离家也近，很

方便。来往的街坊邻居也可以坐下来聊聊天。

（访谈对象：ZXS 访谈时间：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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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工作空间与其周边空间的关系，是拾荒者成功挪用城市公共空间之后需要
考虑的问题之一。占据着公共空间，又不能与公共活动融为一体，拾荒者多会选择将根
据地与附近居民、商铺活动进行一定的阻隔。这既是对外界投来的凝视视线的阻隔，又
是尽量减少对市民日常生活干扰的生存策略。

这个地方还是我们自己建的呢，原本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光秃秃的土地，我

们来了之后我就花50元钱买了几十棵四季青的树苗，围着这个空地种了一圈，又买了一

棵椰子苗种在中间，7、8年过去了，现在这棵树已经比旁边的房子还高了。

（访谈对象：ZXJ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

ZXJ人为地利用绿化带的作用将工作空间与行人道路进行了空间隔离，阻挡了小区
进出居民直接看向废品堆积的视线，避免了脏乱差的印象，有利于他们在此地长期工作
（图 3）。和ZXJ家不同，ZXS家工作空间的位置与道路之间虽没有任何阻挡物，但也成

注：图片ZXS的工作空间来源于百度地图。

图2 ZXS和ZXJ的工作空间
Fig. 2 The workspace of ZXS and ZXJ

图3 ZXJ夫妇工作空间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Fig. 3 The sketch of ZXJ couple's workspace before and after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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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实现了与马路的空间隔离。ZXS家的地盘位于水果蔬菜超市的大门外侧，因所处空
间高出马路将近1 m，虽是完全开放的空间，但因高差的原因实际上却是独立于周边社
区的日常生活活动空间，既处在人流量大的区域，同时又相对脱离了部分行人的凝视
视线。

拾荒者主动建立起的隔离屏障是深知自我处境的折射，是对凝视者优越定位的反
抗。“凝视”往往被作为一种带有权力意志的观看方式。与看相比，凝视意味更多，它表
示一种心理上的权力关系，即凝视者优越于凝视对象。凝视往往以一种窥测的角度赋予
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占有与控制的权力 [47]。拾荒者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受到社会的

“污名化”对待，看与被看的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塑造了在城市中格格
不入的拾荒者处境。在这样话语情景下生存的拾荒者，由于其力单势薄，难以改变现有
的被排斥的现状，转而采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来改变自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的
空间隔离正是社会排斥的具象化表现。
5.1.2 家空间的建构 在占据城市空
间和使用其个人空间的过程中，拾荒
者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能动性，依靠城
市空间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改变
已有空间和场所的性质。比如在寻找
居住场所时，ZXJ夫妻、YNS夫妻和
XNS夫妻都曾以免费的身体劳动与小
区、超市或酒店的管理者换取居住空
间。拾荒者进入城市之后，身体成为
其最大的资本形式，以身体资本换取
城市空间是身体资本的理性运作，之
于他们是最为经济实惠的途径（图4）。

有一天，小区领导买了一个冰箱

送到了楼下，他说给我 10 块钱让我

帮他搬上去，我帮他搬上去后没有要

他的钱，他看我们勤快、老实，就让我们在这里长住了。到现在已经住有7、8年了。主

要是我们勤快，干净些，不要把小区弄得又脏又臭，他们就不会撵我们。

（访谈对象：YXL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

拾荒者每天可以获得很多人们丢弃的物品，把这些物品进行简单的修补变成可用
品。电视、床、柜子、桌子、椅子乃至锅碗瓢盆，都是他们对获得的二手物品进行修补
和改装之后的成果。简单的修补和改装本是他们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身体实践，同时也
是他们能动性的体现。除此之外，拾荒者还利用烹饪、声音等其他身体感知方面对其居
住场所进行重构，从而生产出具有其原本社会文化背景的家空间。即使条件简陋，拾荒
者每天的饮食仍遵循河南菜的传统。ZXJ夫妇中的女主人经常会边做边说：

我们收废品的很少自己买家具，这些锅碗瓢盆、板凳桌子，很多都是收废品的时候

收过来的，在这里就是一个穷对付，不像在家里讲究些。做这些面食很费事，做的时间

长，经常中间做着做着就有事忙，但是不吃就想得慌，要是连家乡饭都吃不上，才难受哩！

（访谈对象：YXL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

声音同样是个体认识自我和世界的身体性体验，它能够烘托个体的归属感或疏离
感。在访谈过程中，拾荒者ZXJ特意展示了他们家买的唯一一件电器，是在河南购买的

图4 ZXJ夫妇的工作生活区域的位置
Fig. 4 Location of ZXJ couple's workspace and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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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读取移动优盘的收音机，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豫剧。听河南戏是他们工作之外最重要
的娱乐活动。另外，除了在交易和工作过程中，林河西的拾荒者们均采用河南方言交
谈，群体内部共有的语言特质营造了强烈的群体归属感，隐藏于城市中间的一个虚拟的
乡村地方空间因方言而生成。

通过身体实践，拾荒者就有了“使用但不必拥有的权力”[44]，从而得以完全按照自
己所携带的社会文化习惯来布置和使用个人占据的空间，从家具的选择、搭配以及摆放
全由自己做主，最大限度地打上自我的标签。对于拾荒者而言，在广州的家空间中充斥
着的河南饮食、河南戏剧、河南方言等身体感知和实践，而这些身体实践均在营造着拾
荒者的“在家”的感觉。因此，拾荒者对工作空间和家空间的建构是“避让但不逃离”
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是更为积极主动的身体实践。
5.2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松散聚集区

拾荒者群体在积极建立个人生存空间的同时，还在建构着专属于拾荒者群体的居住
空间和“地盘”。这种空间分异的形成，是拾荒者身体实践与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作用的结
果。当拾荒者进入到城市，他们不断借助或强或弱的异己力量，试图将不同的资源要素
结合在一起，以此占据在城市立足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既是拾荒者身体实践维系的结
果，同时又是其生存的手段。在借助地缘关系的基础上，拾荒者们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
一起。
5.2.1 基于松散地缘关系的拾荒者聚集区 地缘关系是拾荒者的初级关系。正如费孝通所
说：“地缘关系”作为血缘关系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世代
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
缘上亲疏的一种反应”[48]。基于地域远近的亲疏逻辑，乡城流动人口来到远离家乡的城市
后，建立起以“老乡”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老乡”对拾荒者在城市成功落脚提供了有利
支持。老乡聚集在同一片区工作，是出外谋生的首要选择。在广州，拾荒者群体在空间
上的分布多以来源地为主要依据。比如一个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专收电器的HXS说：

我们是属于村里出来的最早一批，前些年，我们带了很多老乡到广州市拾破烂。那

时候来拾破烂的一大半都是X地人。现在东路这一片收废品的也有很多是我们X人，几

乎全是Y省人。

（访谈对象：HXS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

拾荒者在城市内部形成的聚居分布是其地域空间的复制，是地缘关系在拾荒者进城
谋生过程中重要性的体现，也是拾荒者群体与城市主流社会相互隔离的空间表现。由于
拾荒者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无法相距过远，因此，他们多会
在工作地点的附近寻找可以栖身的居住空间。拾荒者聚居隐匿在现代化都市的内部，不
易为人发觉，运用自我的街头生存智慧，形成了松散的、边界模糊的、集生活与工作为
一体的拾荒者聚集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拾荒者在城市里的陌生感，有利于互帮
互助，交流信息。但在另一方面，拾荒者的社会网络往往局限于地缘关系，缺乏主动扩
大社交网络的动机，并不有利于拾荒者的城市融合。
5.2.2 基于业缘关系和庇护关系形成的势力范围 庇护关系是一对角色之间的交换关系，
可被界定为彼此之间工具性友谊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其中占据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
护者利用其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作为回报，
被庇护者则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49]。拾荒者不同于其他乡
城流动人口，他们并没有统一管理的工作空间，他们不得不通过自我的生活策略，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同时，由于依靠地缘和亲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同质性高，能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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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资源有限，因此，建立异质性的工具性的次级社会关系就成为他们另外一种获取资
源、成功立足城市的重要途径。正如上文ZXJ所提到的那样，通过身体劳动的交换，拾
荒者得以获得免费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他们的庇护者并不一定是正式组织的成员或者
政府官员，庇护者可以是小区的管理人员、超市的收银员、邮局仓库的管理人等职业，
他们在社会中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却具有分配拾荒者所需资源的权利。

邮局仓库里有许多寄丢的快递，每月仓库的工作人员都会把这些快递拆开分类，有

用的就回收，没用的书纸和盒子都会找收破烂的回收，那个管仓库的人认识我们之后就

每个月只找我们，每次都要干一天才能干完，但是能挣千儿八百块钱。……..每次干活的

时候就干好点，不多管闲事，收的时候价钱给高点，她就只找我们了。

（访谈对象：YXL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

除了邮局这样的好差事，他们还会和附近多家便利店、水果店的管理人员订立长期
的收废品的口头协议。尽管以地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是他们在城市里的主要关系网，
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共享彼此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看来，进城后建构的庇护关系
是属于私人的谋生资本，是自我身体实践转换的结果。拾荒者在城市之中工作生活的空
间是拾荒者与多重社会关系协商的结果，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的选择离不开地缘关系的
引介，其长期的维系离不开庇护关系和业缘关系的支撑。在多重关系的综合影响下，以
夫妻为基础的拾荒者家庭逐渐获得专属于自家的回收废品的势力空间，多个来自于同一
地域的家庭相互联系形成松散的、边界模糊的隐藏在都市里地域聚集区。地域聚集区的
各个节点分散在城市空间的边缘位置，是城乡差异的另一种体现方式。

6 结论和讨论

6.1 结论
身体作为为边缘群体发声的武器，有力地挑战了主流社会对包括女性、种族、疾

病、肥胖等在内的边缘群体的控制和规训。研究从拾荒者的身体实践出发，全面地揭示
了拾荒者的身体实践对建成环境的重构过程，并提出以下结论：

（1）在追求高楼大厦和整齐划一的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的过程中，拾荒者作为城市的
外来者和边缘群体，常常成为被忽视乃至被驱赶和规训的对象，但是他们通过身体实践
占据和重构自我的生存空间。无论被动或主动，拾荒者的身体实践都是对宏观制度和主
流文化的默默抵抗。在持续且微观地协商和抵抗中，身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拾荒
者体验和感知城市的基础，同时又是拾荒者不断地反作用于城市空间的工具。拾荒者充
分发挥其身体实践的作用，借助多重社会关系，巧妙地将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空间，由
此得以渗入到城市社区的内部。同时，以夫妻为基础的拾荒者家庭逐渐获得专属于自家
的回收废品的势力空间，多个来自于同一地域的家庭相互联系，形成松散的、边界模糊
的隐藏在都市里的“拾荒者聚居区”。这种个体拾荒者的聚居区不同于以往研究所关注的
乡城流动人口聚集区。它隐匿在现代化都市的内部，不易为人发觉，是拾荒者运用自我
的街头生存智慧，建立起的空间边界相互交错、但收购权力划分明确的工作势力范围。
拾荒者对城市空间的挪用，打破了既定的城市秩序，形成了特有的嵌入在城市空间中的
属于拾荒者的空间。

（2）拾荒者聚集区形成不仅仅象征着拾荒者身体实践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拾荒者实
施并完成了对城市街道、建筑等空间意义的转换与利用。拾荒者聚集区的各个节点分散
在城市空间的边缘位置，是城乡关系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在拾荒者聚居区碎片状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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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空间之后，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权力、正当的、作为一方主宰的意义被模糊，
城市街道和建筑空间中所蕴涵的规制和秩序经过拾荒者细微且长久的身体实践而有所削
弱。城市规划所定义的城市空间被拾荒者转变成了融合城乡因素的混合空间。基于此，
拾荒者得以成功地在现代城市建设的缝隙占据和开拓他们的生存空间。
6.2 讨论

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城市化情景，从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和拾荒者个体的能动性着
手，试图详细地阐述身体和城市两个尺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丰富了身体地理学的研究内
容。与此同时，研究对拾荒者能动性的关注，挑战了已有研究对拾荒者的刻板印象和脸
谱化，强调了发源于身体实践的自下而上的对权力的协商和挑战过程。然而，研究仍存
在一些缺陷。首先，拾荒者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群体，由于田野调查所限，对整个群体的
理解还不够全面，有待在后续工作中继续深化。其次，个体和城市的互动是一个长期复
杂的过程，互动因人而异且时刻发生着变化，因此，本文对拾荒者与城市联系过程的研
究只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对其内部更多的可能性还需在今后继续补充。

身体实践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很具意义的话题。首先，身体实践和地方的互动是隐
藏于琐碎日常生活中的不易察觉的微观人地关系，其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碰撞，还直接
关系到个体情感和感知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维度之间的互动等议题[50]。关注这一议题
有助于我们增强对物质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其次，身体实践和建成环境的互动立足于具
有群体差异性的身体实践，揭示了多种社会文化群体的独特性，为进一步发掘群体认同
和归属感提供新的途径。尤其在现代性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差异性和流动性
的程度不断增强，来自于不同背景、具有不同身体特征的弱势群体和亚文化群体等群体
的身体实践都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最后，身体尺度与其它尺度空间的互动，一直是身
体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借用身体体验、身体实践的力量，打破微观边缘群体和
宏观权力的二元对立以及微观尺度和宏观尺度的二元分离，开展身体、家、邻里、社
区、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多尺度的互动和融合研究，也将成为后续需继续深入探讨的极
其富有意义和意味的话题。

致谢：非常感谢安宁博士对本文的帮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Wang Min'an. Body, Space and Postmoderni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05.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2 ] Tao Wei, Wang Shaoxu, Zhu Hong. The body, the view of body and the study of body in huma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173-1187. [陶伟, 王绍续, 朱竑. 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

地理研究, 2015, 34(6): 1173-1187.]

[ 3 ] Douglas M.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4.

[ 4 ] Tang Qingye. The body as a way of speaking and an approach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marginalized groups. Semiotics

& Media, 2015, 5(1): 53-64. [唐青叶. 身体作为边缘群体的一种言说方式和身份建构路径. 符号与传媒, 2015, 5(1):

53-64.]

[ 5 ] Tangenberg, K M, Susan K. Embodied practice: Claiming the body's experience, agency, and knowledge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2002, 47(1): 9-18.

[ 6 ] Wen Jun. The awakening of body consciousness: Ref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logy of body in the West.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61(6): 73-81. [文军. 身体意识的觉

醒: 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61(6): 73-81.]

[ 7 ]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Smith C,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 8 ] Fenster T. Bodies and places in Jerusalem: Gendered feelings and urban policies. HAGAR Studies in Culture, Policy

and Identities, 2013, 11(1): 63-81.

2210



12期 陶 伟 等：广州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与空间建构

[ 9 ] Chen Longfang. Edge man: Analysis of city gleans'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2011, 22(6): 84-

86. [陈龙芳. 边缘人: 城市拾荒者社会心理分析. 陇东学院学报, 2011, 22(6): 84-86.]

[10]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Holland: Elsevier, 2009.

[11] Johnston L. Flexing femininity: Female body-builders refiguring 'the bod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1996, 3(3): 327-340.

[12] Lundström C. 'Concrete bodies': Young Latina women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of race and class in white inner-city

Stockholm.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2010, 17(2): 151-167.

[13] Dennis S, Warin M. Honeyed tongues and hostile intimacy: Engaging trauma across migrant world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010, 3(1): 50-55.

[14] Moss P. Autobiographical notes on chronic illness. In: Butler R, Parr H. Mind and Body Spaces: Geographies of Illness,

Impairment and Dis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155-166.

[15] Johnston L. Body, geography of. In: Barney W.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20.

[16] Simonsen K. Body. In: Gregory G, Johnston R, Pratt G.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2009: 50-52.

[17] Longhurst R. Bodies: Exploring Fluid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4.

[18] Tolia- Kelly D P.The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I: Identities, bodies and r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3): 358-367.

[19] McGuire M. Embodied practices: Negotiation and resistance//Ammerman N T. Everyday Religion: Observing Modern

Religious L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7-200.

[20] Seamon D.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21] Herod A. Scale. London: Routledge, 2011.

[22] Feng Xinzhua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to the junkman's social integration from the advantage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2012, 22(8): 27-30. [冯新转. 优势视角下城市拾荒者社会融入的社工介入探析. 社会工作, 2012, 22(8): 27-

30.]

[23] Zhang Hanmei. Urban Scavengers: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urvival Situation of a Marginalized Group.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张寒梅. 城市拾荒人—对一个边缘群体生存现状的思考. 贵阳: 贵州人民

出版社, 2001.]

[24] Nzeadibe T C, Anyadike R N, Njoku- Tony R F.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to vulner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of waste picking in urban Nigeria.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2, 7(4): 351-370.

[25] Shen Hengsheng. Relationship and survival: Social behavior and survival way of scavenger.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2013, 11(19): 89-90. [申恒胜. 关系与生存: 拾荒者的社会行为和生存方式. 经济研究导刊, 2013, 11(19): 89-

90.]

[26] Chen Song. A study on the survival forms of urban scavenger [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6. [陈松. 都

市拾荒者群体的生存形态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27] Hu Quanzhu.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scavenger: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D].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2010. [胡全柱. 拾荒者的身份建构研究[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0.]

[28] Zhang Libin. On the research of urban junkman group living conditions: Take City C for example [D]. Changchun:

Nor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1. [张李斌. 城市拾荒者群体生活状态研究: 以C市为例[D]. 长春: 东北师范

大学, 2011.]

[29] Feng Xinzhuan. A study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junkman: A case study of the junkman in Nanjing [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2013. [冯新转. 城市拾荒者社会融入状况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3.]

[30] Liu Su. Study on the place identity of scavengers in Jiad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D].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2. [刘苏. 上海市嘉定区拾荒者地方认同研究[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2.]

[31] Zhou Daming, Li Cuiling. Politics of space in dumps: With the example of Xing Feng dump of Guangzhou city.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7, 31(5): 31-36. [周大鸣, 李翠玲.

垃圾场上的空间政治.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1(5): 31-36.]

[32] Zhou Daming, Li Cuiling. Junkmen and lower society: On new migrants in citie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8, 32(2): 46-49. [周大鸣, 李翠玲. 拾荒者与底层社会: 都市

新移民聚落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2(2): 46-49.]

[33] Lou Weiqun, He Xuesong.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 of the scraps collecting eldely in Hongkong: A perspective of

2211



地 理 学 报 72卷

social exclusion.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08, 23(3): 10-19. [楼玮群, 何雪松. 香港拾荒老人的生存境遇: 以社会排

斥为视角. 南方人口, 2008, 23(3): 10-19.]

[34] Wang Qingming. Subalternate perspective and its intellectual genealogy: A review on the general approaches of

subaltern studi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11, 25(1): 220-246. [王庆明. 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 印度底层研究的基

本进路检讨. 社会学研究, 2011, 25(1): 220-246.]

[35] Guangzhou Municipal Statistics Bureau, Guangzhou Survey Office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Guangzhou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2. [广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 广州市城市

统计年鉴201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36] Wang Ning. Representation or typicality: The logical basis of case study's property and methods.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2, 26(5): 123-125. [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 社会学研究, 2002, 26

(5): 123-125.]

[37] Pan Shuma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Taipei: Psychology Press, 2003. [潘淑满. 质性研究: 理论

与应用. 台北: 心理出版社, 2003.]

[38] Qian Junxi, Zhu Hong. 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22-436. [钱俊希, 朱竑.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地理研究, 2015, 34(3): 422-436.]

[39] Yang Zaigao. Wisdom city: Important engine for Guangzhou's new urbanization. Nan Fang Daily, 2012-10-08. http://

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10/08/content_7130291.htm. [杨再高. 智慧城市: 推进广州新型城市化重要引

擎. 南方日报, 2012-10-08.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10/08/content_7130291.htm.]

[40] Yiftachel O. Planning and social control: Exploring the dark side.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1998, 12(4): 395-406.

[41]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Discipline and anti- discipline: Spatial politics of urban street vending in Guangzhou

since the 1990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8): 1063-1075. [黄耿志, 薛德升. 1990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

治的规训机制. 地理学报, 2011, 66(8): 1063-1075.]

[42] Chen Xingbo. Coercion and conformity: A study on the handling of indigent migrants system [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05. [陈星博. 强制与遵从: 收容遣送制度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5.]

[43] Guo Xiuyun. How far away is the residence permit from the Hukou status in China: A comparis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Shanghai.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010, 25(3): 28-34. [郭秀云. 居住证离户籍有多远: 基于广东地区的分析兼与

上海比较. 南方人口, 2010, 25(3): 28-34.]

[44] Bray F.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45] Yang Meiyi. Street smarts: Defeat the strong by the weak.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2007(4): 1-17. [杨美仪. 街头智

慧: 以弱胜强. 文化研究@岭南, 2007(4): 1-17.]

[46] Cheung, S M. Challenge the queen: Filipino maid's daily life practice in the Statue Square.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2007(8): 1-14. [张小鸣. 在皇后头上动土: 菲佣在皇后像广场的日常生活实践. 文化研究@岭南, 2007(8): 1-14.]

[47] Zhong Yuanbo. Gaze: The watch as power. Art Observation, 2010, 29(6): 112. [钟远波. 凝视: 作为权力的观看. 美术观

察, 2010, 29(6): 112.]

[48]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费孝通. 乡

土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9] Ji Yingying. Culture, i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2, 26(2): 60-85. [纪莺莺. 文化、制度与结构: 中国社会关系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2, 26(2): 60-85.]

[50] Seamon D. Lived bodies, place, and phenomenology: Implications for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2013, 4(2): 143-166.

2212



12期 陶 伟 等：广州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与空间建构

Scavengers' bodily practices and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TAO Wei1, 2 WANG Shaoxu3, ZHU Hong1, 2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uckland, 1010)

Abstract: Promoted by the insights and movements of feminism, the geography of body has
gradually been established as an important sub- field in human geography since the 1990s,
which proposes a new research agenda that is based on the monism of the mind and the body.
Expanded upon from the paradigm of post-modernism,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bodily research,
which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how the body is used for experiencing the outside world,
producing the knowledge, and occupying the spac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human geography
studies, which,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challenge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makes the
marginalized voice heard.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ways that scavengers occupy and reconstruct urban
space, and therefore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e of scavengers' enclav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nclude: (1)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scavengers' subtle and
fragmented bodily practices and individuals' agency,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is group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materi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Their achievement shows that
bodily practi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ccupying the urban space, in particular when this
group tries to survive in modern cities. Focusing on this group's bodily practic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interests of scavenger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bodies and places. (2) Framed in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ter-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patronage relations,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scavengers from the same province has built a
special type of enclave that is hidden behind the urban space.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working territory with vague boundaries but definite power of
acquisition. This process has transferred the urban space that is defined by institutions of urban
planning into the mixed space which is endowed with both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building of scavengers' enclave explains how bodies of the marginalized
group reshape and reconstruct places, which, to a notable exten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s of the geography of body within China.
Keywords: scavengers; bodily practices; spatial construction; social relationship; enclave;
Guangzhou

2213


